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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分析视阈下地方环境监测操纵行为生成逻辑

———基于１０个区县的实证研究

刘泽照

摘　要：地方环境监测是我国环保治理的重要举措，其现实运行受到制度和行政文化影响，其中蒙蔽性

操纵行为是执行异化的突出表现之一。从制度分析视角，以环境监测站公职人员个体感知为基础，构建基层

环境监测操纵行为分析框架和量表，利用来自苏、皖、豫三省１０个样本区 （县）的结构化问卷调查，检验基

层环境监测操纵行为的发生机理和作用关系。研究发现，考核制度背景下，个体认知、内外约束、政策保障

等因素共同影响考核对象环境监测行为。其中，当执行规则模糊、无法形成刚性约束认知时，基层组织及个

体更可能以蒙蔽操纵手段回应考核目标；行政系统内外参与和信息公开披露状态对于基层考核对象行为产生

实质影响，由此也引发环境监测政策透明的社会诉求。同时，上级部门实质性支持取向对于基层环境监测行

为亦产生作用，明确精准的政策支持和惩戒机制可以形成必要的威慑约束，保障环境监测运行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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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环境监测作为一项创新性环保支撑政策在国内推进。然而，一些地方实践乱象显示，
当环境监测执行遭遇利益冲突或缺乏关键约束条件时，该项制度实施的有效性可能大打折扣，甚至
发生信息造假等欺骗性操纵行为以迎合特定需要。据官方公开报道，有些基层政府为规避考核压
力、应对上级环境质量评估等，蓄意指使辖区监测站编造、篡改、干预监测数据的情况频频发生，
严重损害了当地政府和环保部门的公信力［１］。例如，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分局环境监测站工作人员在
部门领导授意下，采用棉纱堵塞采样器方法，干扰站内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系统数据采集功能，造成
上报监测数据多次出现异常；生态环境部约谈山西临汾市人民政府和监测设施运维部门主要负责
人，因监测造假涉案１６名人员被判处刑罚。现实中，人为驱动的虚假操纵行为反映出一些基层部
门对于环境监测政策的消极回应，但是对这一现象的完整认知不宜简单立足经济发展单一层面，更
需依托制度运行场景进行深入挖掘。

一、理论背景与现实问题

（一）制度分析视角下的操纵行为
在管理学领域，制度理论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将组织成员行动纳入制度约束中考察，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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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对于制度压力的感知与行为选择，为本文界定分析环境监测操纵行为提供了重要启示。按照该
理论，组织环境、机构需求、利益期望等构成压力源，可能引致个体抵抗甚至破坏行为，其中包括
有意识的欺骗行为，这对于揭示制度设计 “意料之外的效果”具有解释价值。Ｏｌｉｖｅｒ依托制度理论
与资源依赖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原理深化了组织回应的策略研究，提出并区别了五种常见的
回应策略，即服从、妥协、规避、藐视和操纵，认为现实中的组织和组成个体未必服从既有制度，
其自身具有自然适应和变通性，会根据环境特征选择差异化的适应方式［２］。周雪光［３］、艾云［４］以中
国基层政府联合应对上级检查为视角进行论证，认为失当行为发生与考核和监督的有效性密切相
关。基层官僚为迎合上级和回应考核压力，往往会铤而走险，出现操纵绩效行为，说明一系列主观
手段如何导致目标偏离政策初衷。此外，考核隐含的竞争关系可能刺激操纵行为发生，以致信息扭
曲和决策失真的情况较为普遍。Ｌｙｎｎ指出，当外部激励强度达到一定水平后，不具备绩效考核目
标能力的组织和个体将选择欺骗上级，或者通过各种手段对考核标准进行操纵［５］（Ｐ１２１）。Ｋｒｋｅｌ认
为，在竞技的社会情境或条件下，组织及构成个体倾向于非理性地施加主动操纵以获取特殊利益目
标或名义绩效［６］。这一观点得到国外多个学者的实验验证和认同。“考核压力机制”被视为组织内
部操纵行为发生的关键解释变量，这也是本文研究所依托的重要情境因素。
已有研究认为，考核环境下公共部门操纵行为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集中体现为以主观的意愿

对外展现良好绩效，或为了一定利益所需，有意识地控制、调整、歪曲政策产出。综合来看，上述
操纵行为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１）“抄近道”或 “打擦边球”。由于考核目标指向一般具有数
量和质量的差异，考核对象基于差异做出策略性应对，将原本用于提高工作绩效质量的各种资源转
移应用到增加数量的表现形式上。Ｋｅｌｌｙ等研究发现，公共部门及公务人员个体一般不会按绩效考
核指标的所有维度要求开展工作，而是将既有资源和精力集中于更容易获得绩效产出的工作领域或
能够引起上级赞赏肯定的工作方向，进而出现选择性执行特征［７］。 （２）基于信息和数据的主观操
纵。当外部监督力量薄弱时，政策系统存在 “信息不对称”，这增加了考核对象以虚假操纵攫取特
定利益的空间。行政官僚常常会利用体制漏洞对工作绩效表现和业务产出进行策略回应，有意识地
控制、调整、修正业务活动产出，出现 “报喜不报忧”、向上级部门有意粉饰业绩等行为。（３）控
制并制造样本偏误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Ｂｉａｓ）。这表现为考核对象 “积极对外提供能反映其良好绩效的大量
证据，而将绩效低劣和目标实现困难的绩效信息掩盖或有意弱化、刻意回避”。这一操纵行为在地
方部门针对特定工作考核目标、接受上级专项检查时多有出现。
近年来，以中国为背景的绩效考核操纵行为研究获得学者关注，其中形成的一个基本观点是，

绩效考核制度设计的内部漏洞可能导致操纵行为的发生。Ｃａｉ认为，上级政府对于下级绩效的考察
更多落脚于指标数字和文件材料层面，考核对象极易通过文案、拼凑数字回应考核［８］。Ｇａｏ以中国
乡镇政府为目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基层政府承担的考核指标众多，内容重复交叉且较难量化，一
些考核多采取松散的周期性检查、书面材料汇报等方式，给虚假操纵行为的发生创造了空间［９］。以
上研究成果对于认知绩效考核情境下的操纵行为奠定了基础，也为考察地方环境监测操纵行为提供
了参考依据。制度分析和绩效考核机制是研究公共部门虚假操纵行为的重要理论依托，构成该问题
的关键解释变量。

（二）我国地方环境监测操纵行为
新世纪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被提高到新的战略高度，地方环境监测政策持续推进，而与之

相关的扭曲行为也时有暴露，其中比较突出的是监测数据造假、工作异化等蒙蔽操纵问题。２０１７
年９月，中办、国办联合出台了 《关于深化环境监测改革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的意见》，凸显国
家对于环境监测科学性和准确性的明确态度。２０１８年３月，新组建的生态环境部通报了７个城市
环境监测点人为干扰和信息虚假问题，引起社会各界关注。“操纵”作为管理学中的一个专业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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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指基于一定利益歪曲、异化管理过程，创造虚假绩效的蒙蔽行为。整体上来看，国内学界对于地
方环境监测操纵行为的研究聚焦于致因要素、风险暴露、工具识别及治理。赵新锋等从成本—收
益、行政处罚权角度提出地方环境监测造假的潜在动因［１０］。Ｌｉｕ等揭示了地方环境监测数据操纵和
信息欺诈的不同类型及主要根源，从行政、司法、技术角度提出抑制扭曲失真行为的综合路径［１１］。
闫福增引入政绩考核视角，指出 “数据式”考核泛滥和评估体制漏洞诱发了环境监测操纵行为［１２］。
叶瑞克等在ＧＯＮＥ理论检验基础上，构建了环境监测造假的行为逻辑模型，并归结为动机因素和
条件因素，以多案例分析解释论证地方环境监测造假行为的内在机理［１３］。冉冉依据田野调查和文
献分析，提出干部考核指标体系是中央政府激励地方官员进行环境治理的一种政治激励模式，但实
践中环境治理绩效与官员仕途升迁没有实质性联系。这种考核在指标设置、测量、监督等方面存在
制度性缺陷，导致地方官员将操纵统计数据作为地方环境治理的一种 “捷径”，这也是地方环境治
理失败的根源［１４］。
综上，地方环境监测操纵行为往往以信息失真和绩效欺骗方式，干扰监测制度运行规则，严重

影响环保职能目标的实现，同时也是特定考核制度条件下的异化产物。结合我国环境监测工作考核
场景并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本文把地方环境监测操纵界定为，基层考核对象及人员在一定制度压力
下施加的有意识性虚假蒙蔽行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了特定目的干预环境监测实施过程
及结果的行为，二是制造及输出虚假工作绩效的投机行为，进一步可以提炼为 “监测数据信息”和
“工作绩效”操纵两个维度。面对实践中的突出问题，本研究期望识别影响基层环境监测操纵行为
的关键变量，揭示环境监测政策目标偏离的作用关系及治理方向。同时，鉴于操纵行为在公共政策
运行中存在的现实意义，本研究分析框架具有一定拓展价值，可以延伸应用于其他类似政策领域。

二、研究取向与假设提出

按照制度分析思路，地方环境监测操纵行为可以视为公共部门个体在考核体制下的一种扭曲反
应，隐藏于政策执行工作链条之中，是基层部门及成员有意识的异化回应。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以
及基于操作可行性，本研究立足政策执行的制度环境和组织决策，以基层公职人员对环境监测工作
的隐性心理感知来间接测量操纵行为的主体选择，这一处理最大限度地贴近基层政府实际并强化研
究的政策意义。本文将 “操纵行为”作为被解释变量，构建分析框架并据此提出研究假设；结合中
国基层部门行政情境，提炼并探讨目标模糊、主体参与、公开性、支持偏向四个因素对于地方环境
监测操纵行为的作用路径。

（一）目标模糊
目标模糊 （Ｇｏａｌ　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是制度分析中一个重要概念，反映个体对制度或政策目标的不清

晰认知，被认为是诱发公共部门发生策略性扭曲行为的源头之一［１５］。结合我国基层环境监测运作
状况，本文将目标模糊界定为：考核对象对环境监测的主观认知偏差，以及现行制度规则和环境监
测考核机制中不明确、不清晰的客观状态。
一线调查发现，地方环境监测规范多照搬中央环保部门的宏观要求，实施规则和标准具有一定

模糊色彩，同时按照地方目标责任管理体制，上级对下级实际推行的是一种目标高约束性和手段低
约束性并行的模糊性思路。虚假操纵行为与考核对象对于目标责任追究的心理认知有关。在既有体
系下，环境监测对个人考核升迁的关联性实际弱于经济发展等目标绩效。实践中环境监测扮演较低
阶次的绩效支撑目标，基层部门无论怎样做，只要实现常规监测工作并且不影响地方其他高阶次行
政目标，就可能被上级默许乃至认可［１６］，这为基层部门及官员主观性干预操纵环境监测创造了可
能。根据课题组成员实地调查，在地方政府有关环境监测考核文本表述中，工作履行不力的惩戒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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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与一些常规考核并无明显区别，如使用 “严厉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视情况严重性给予处理”、
“取消评优资格”等模糊语言，具体追责形式、内容界定往往语焉不详，实际运行效果更是大打折
扣，一定程度上对个体行为选择形成影响，并间接诱发环境监测工作活动及结果输出中的虚假操
纵。根据制度理论，当制度压力内容模糊且不易形成共识理解时，受到压力影响的组织及个体可能
使用操纵性策略手段回应制度目标［１７］。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目标模糊对于地方环境监测操纵行为具有正向影响，个体模糊认知的程度越高，操纵行
为越有可能发生。

（二）主体参与
环境监测具有较强的专业性，现实中往往由环保行政部门或单位承担职能。这既维持了监测内

容及标准规范的信息优势，也客观上存在专业部门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信息不对
称通常视为虚假操纵行为的重要诱发因素。在缺乏有效外部参与的情况下，地方环境监测内容和运
行过程有可能受到内部控制，并刺激基层部门操纵环境监测作业过程及绩效报告以实现特定利益。
对于地方环境监测而言，广泛的社会参与有助于推动环境政策执行与监测信息的充分暴露，促使环
境监测内容与规则符合社会需求，降低公众认知模糊性。
此外，主体参与还包括公共部门考核对象。国外一些研究佐证了目标考核体系下考核主体参与

和操纵行为的关系。Ｃｈａｎ对美国联邦政府职员进行实验研究，发现个体对绩效考核目标的参与对
主观公共服务承诺和虚假行为产生影响，参与程度越低，个体有悖组织职责承诺的行为越突出，进
而阻碍绩效目标实现［１８］。Ｐａｎｄｅｙ针对公共部门的研究发现，“参与式管理”的缺失使得下级意见和
真实想法难以被上级有效吸收，决策以自上而下的强制指令为主，政策不透明，繁文缛节严重，最
终带来下级对于组织目标的认知模糊、角色紊乱加剧等问题［１９］。相反，当组织部门及个体面对复
杂工作任务和考核指令时，参与式管理有助于调动组织成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上下级联系，有利于向
上级传递对特定目标的认知信息，降低个体角色模糊认知和角色冲突。环境监测作为地方政府目标
责任考核的一部分，现实中与其他职能任务 （如经济发展、社会治安、项目审批等）一同构成组织
目标体系，其间可能存在多角色和多目标情境矛盾。调查发现，在基层环境监测政策设计及考核制
定中，公职人员有效参与对于产生清晰恰当的行动指向具有特殊作用。当获取不到来自基层人员真
实信息时，可能导致只注重表面形式表达，出现模糊、不切实际的纸面政策规范，进而发生环境监
测目标设置虚化和个体角色冲突。换言之，当考核对象感知到参与环境监测目标考核受到阻碍时，
可能认为上级制定考核程序不公平，在指标分解、责任转移压力作用下，基层部门被动接受环境监
测考核目标，进而将虚假操纵作为一种消极回应。这一层面的理论支撑也得到国外有关研究佐
证［２０］。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外部主体参与对于地方环境监测操纵行为的形成具有负向影响，外部参与越低，操纵行
为越有可能发生。

Ｈ３：内部主体参与对于地方环境监测执行模糊具有负向影响，表现为随着考核对象参与的削
弱，环境监测执行的混乱状态可能更突出。

（三）公开性
在已有关于公开性和操纵行为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立足公开性状态创造的信息交互环境，探

讨其对提升组织合法性、抑制操纵行为的影响作用，认为这构成干预操纵行为形成的基础环境。实
践中，地方环境监测作业活动涉及数据采集、报告输出、人员考核等环节，其间伴随组织部门及官
员自身利益。一线调查访谈了解到，当基层环境监测活动及报告信息的公开得不到保障时，内部监
管和外部监督力量可能受到损害，执行主体的行动预期或将发生变化。由于受到地区经济发展冲动
及短期政绩需求的强烈刺激，信息公开性不足可能驱使公职人员通过操纵数据制造虚假报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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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信息公开不足可能使基层公务人员对环境监测实施产生负面预期，以虚假操纵方式迎合经济利
益目标的动机或将上升。
基于此，信息公开可能影响基层个体对于环境监测执行的主观认知。蒙蔽性操纵行为成为一种

消极应对的 “自我防御”手段，进而作用于实际监测过程及结果。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４：公开性对地方环境监测操纵行为具有负向影响，公开性水平越低，操纵行为越有可能发生。
（四）支持偏向
环境监测与地方经济发展活动关联性强，其间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和矛盾。日常监测活动落地

及数据处理不仅需要专业资源支撑，也离不开地方行政系统支持，体现主管领导及部门的重视和配
合，包括诸如政策诠释、考核督查、物质保障、机构协调等外部具体支持，以及基层部门内部对于
环境监测制度的认同状况。国外大量研究从实证分析角度提供了有关证据，表明考核对象对于目标
活动中感知的支持判断会影响操纵行为的发生。Ｐａｉｌｌé等以加拿大公共部门为对象进行实证分析，
发现雇员感知的上级支持与其工作取向和行动有显著关系，感知到的支持越强，正向工作投入和行
动力则越高，反之则趋向负面行为［２１］。针对地方环境监测执行情况，通过对东部省份４个区县环
保部门的访谈调查，发现类似行为选择痕迹：即当上级部门尤其是主管领导给予强有力支持和政策
扶持时，环境监测往往按照预期目标推动，背离职能要求的操纵行为受到约束；反之，基层部门则
会对于环境监测表露出更多的消极色彩，更可能发生欺骗蒙蔽等投机行动，甚至出现数据造假行
为。这间接反映支持偏向对于基层环境监测实施过程及结果的影响。
支持偏向的另一层面体现在组织机构制定的支撑政策是否得到有效应用，以及组织成员对于上

级部门支持的心理认知，包括赏罚奖惩、领导成员关系等［２２］。在地方环境监测运作实践中，目标
考核扮演着关键角色，其中围绕责任追究的情境认知构成公务人员行动选择的重要组织支持基础，
即目标考核机制是否为基层环境监测提供实质性支撑。当基层个体发现考核或实际责任承担有限
时，感知到上级支持不足，会间接影响工作积极性和行为选择，为了短期政绩可能发生环境监测操
纵行为。换言之，地方考核机制若不能提供强有力支撑，目标责任尤其是惩罚环节不能得到实现，
则基层人员以操纵方式应对环境监测的可能性增加。结合有关研究成果，本研究将支持偏向分为
“上级支持”和 “惩戒问责”两个维度，并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Ｈ５：上级支持对地方环境监测操纵行为具有负向影响，考核对象认知上级支持低，操纵行为
更可能发生。

Ｈ６：惩戒问责对地方环境监测操纵行为具有负向影响，惩戒问责支持程度低，操纵行为更可
能发生。
图１展现了本研究的理论分析及假设框架。

图１　地方环境监测操纵行为形成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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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与样本选取

（一）量表编制及变量
根据前文的分析界定以及数据可得性，本研究选取地方基层环境监测站一线公职人员为考察对

象，利用结构化问卷获取样本个体的感知数据，间接测量地方环境监测操纵行为的主观选择策略，并
结合参与式观察获得结论。采用问卷方法探测操纵行为因果机制，是更多吸收了心理学领域成果采用
的一种工具路径，其中高质量的测试量表是关键。目前，国内鲜有涉及公共部门蒙蔽操纵行为的成熟
研究量表。鉴于此，综合考虑地方环境监测机构特征和人员调查接受性，结合国内外关于操纵行为研
究的核心概念，本文编制替代性测试量表并采用Ｌｉｋｅｒｔ　５点语义差异进行测量。编制过程中吸收借鉴
了心理学、行为政治学、公共行政学等有关量表编制的研究成果［２３］［２４］，初期面向东部Ｘ市两个辖区
的环境监测站人员进行试测，对初始指标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以确定所能度量的结构变量，测试题
项修正调整后形成最终研究量表。在量表采集数据基础上，进一步使用结构方程模型 （ＳＥＭ）对前文
构建的研究假设进行检验，选择ＡＭＯＳ　２４．０处理并以极大似然法作为参数估计方法。
测试量表包括个体虚假操纵行为选择的１２条语句，以及诱致因素４个层面题项。具体的，“目

标模糊”变量界定为基层考核对象对于环境监测制度及工作绩效考核操作层面不明确、不清晰的认
知程度。参照Ｐａｎｄｅｙ等［１９］和Ｃｈｕｎ等［２５］的研究成果，共选取了９道题项，分别从角色模糊、工作
激励、工作考核三个方面进行测量。角色模糊包括对考核指标、个体责任的主观认知；工作激励包
括考核对象对相应人力财力资源配置、电子政务管理的认知水平；绩效考核包括考核权重设置、管
理者受监督程度。“主体参与”变量确立考核对象和外部主体两类，前者代表基层人员针对环境监
测及考核规则的参与状况，后者代表地方民众对环境监测实施的介入程度。本文吸收Ｂａｋａｎ等设计
开发的五维参与量表［２６］以及朱正威等［２７］针对中国地方 “稳评”制度的研究成果，设立了１０条语
句。关于 “支持偏向”变量，根据基层环境监测运行实际情况和 Ａｎｄｒｅｗｓ等［２８］的研究成果，设计
了１２条语句，从 “上级支持”和 “惩戒问责”两个方面进行测量。前者包括自主权和资源配置，
后者包括责任归属 （执行部门与关联机构权责）、协调清晰 （执行部门与关联机构工作协调明确
性）、问责规范。 “公开性”变量主要立足信息透明来探讨组织行为选择。本文吸收Ｐｉｏｔｒｏｗｓｋｉ
等［２９］针对地方官员制作的透明性量表，并根据基层环境监测的研究主题对量表措辞进行调整，确
立了８道题项，具体包括工作流程信息、输出监测报告、考核问责三个方面。
以上测量题项在经过预试问卷统计和探索性因子分析后，发现如下项目没有通过统计层面检

验：包括 “目标模糊”层面的 “电子政务管理水平”，“支持偏向”层面的 “自主权”、“协调清晰”，
“主体参与”层面的 “学习文化”。保留后的测量项及部分说明如表１所示。

（二）研究样本
本研究对地方环境监测主题及虚假操纵事件进行了较长时间追踪观察，发现在具体行为、逻辑

动因和部门考核方面存在较多共性，受地域特征影响的行为差异并不明显。综合考虑调研便利性，
本研究依托的调查对象包括东部沿海江苏省７个县 （区）环境监测站工作人员和来自地方环保系统
的在职 ＭＰＡ学员，以及２０１９年８—９月间课题组成员赴皖、豫两省３个县 （区）实地访谈的环保
机构公职人员。调查群体均来自基层政府环境监测部门的一线人员，主要是考虑该群体是地方环境
监测政策的直接执行主体和目标考核承担对象，可以最大程度地保障本项研究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调查采取设定时间现场发放、即时回收方式，共计发放问卷４２０份，正常回收３７２份，剔除填答信
息不完全、雷同及无法识别问卷，获取有效问卷３１３份，有效率７４．５％。表２列出了本项研究样本
的基本构成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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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变量结构及测量概况说明

潜变量 测量构成 来源 题项数目

地方环境监测操纵行为 监测数据信息 量表修正：Ｓｃｈｒｉｊｖｅｒ等［２３］、Ｙａｎｇ［２４］ １２
工作绩效

Ｖ１：目标模糊 工作激励 量表修正＋增补：Ｐａｎｄｅｙ等［１９］、Ｃｈｕｎ等［２５］ ２
角色模糊 ４
考核目标 ３

Ｖ２：主体参与 内部考核设定 量表修正＋增补：Ｂａｋａｎ等［２６］、朱正威等［２７］ ５
外部监督 ５

Ｖ３：支持偏向 资源支持 量表修正＋增补：Ａｎｄｒｅｗｓ等［２８］、宝贡敏等［３０］ ５
责任明确性 ３
作业规范 ４

Ｖ４：公开性 工作流程信息 量表修正＋增补：Ｐｉｏｔｒｏｗｓｋｉ等［２９］ ２
监测报告 ２
考核问责 ４

表２　目标区县调查样本信息

统计项 属性 有效样本数 （ｎ） 比例 （％）

性别 男 ２９６　 ９４．６
女 １７　 ５．４

年龄 ２５岁及以下 １２　 ３．８
２６～３５岁 １６７　 ５３．４
３６～４５岁 ７４　 ２３．６
４６～５０岁 ４９　 １５．７
５１岁以上 １１　 ３．５

受教育程度 大专学历及以下 ７１　 ２２．７
本科学历 ２２９　 ７３．２
研究生 １３　 ４．２

职务 科员及以下 ２７２　 ８６．９
乡科级 ４１　 １３．１

任职工龄 １～５年 １５９　 ５０．８
６～１０年 ８２　 ２６．２
１１～１５年 ５４　 １７．３
１５年以上 １８　 ５．７

在以上工作基础上，进一步检查问卷效度。具体做法是将每个有效样本包含题项得分进行加
总，求出单个样本总分，然后按照总分排序，将分数最高的２７％样本作为高分组，分数最低的

２７％样本作为低分组，而后针对每个问题求出其在高分组和低分组的平均分，并对该平均分进行Ｔ
检验 （Ｔ－ｔｅｓｔ）。如果两者间存在显著差异，则说明该问项是有效的，如果检验结果显示两个平均
数间没有显著差异，则说明问题是无效的。据此检验得知，回收问卷题项具有良好区分度。

四、研究结果

（一）基本统计信息
表３显示了测量指标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整体上反映出地方环境监测操纵行为发生的影响因素

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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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测量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潜变量 测量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偏度系数 峰度系数

目标模糊 工作激励 ３．４９３　 １．２４３　 ０．１９８ －０．６５２
角色模糊 ４．１８２　 ０．９９６ －０．２７２ －０．７４１
考核目标 ４．０１７　 １．３５７　 ０．４１９ －０．９０２

主体参与 内部考核设定 ２．６９６　 １．３８２ －０．２８４ －０．７５４
外部监督 １．８７３　 １．４１３ －０．２３３ －０．１６９

支持偏向 资源支持 ２．０１８　 １．１３４ －０．４３９ －０．０４７
作业规范 ２．８０７　 １．０５８ －０．２１６ －０．０８３
责任归属 １．５８４　 ０．９８１ －０．０９６ －０．１２７

公开性 工作流程信息 ３．１３７　 １．０８５ －０．５２８ －０．０２８
监测报告 ２．４５４　 １．１４９ －０．４７２ －０．０３９
考核问责 ２．７８６　 １．３２８ －０．４９１ －０．５５７

操纵行为 工作绩效 ３．７４２　 １．２５４ －０．３７８ －０．０４４
监测信息 ３．７５３　 １．１３５ －０．８１２　 ０．２７９

“目标模糊”测量项层面，受测者对于所在部门环境监测制度存在模糊性的主观认知，一方面
反映了基层部门在环境监测实施中存在不清晰、不明确的制度规则，另一方面表明对于该项制度实
施的相关激励和配套支持措施未达到执行人员预期。其中，角色模糊变量均值呈现较高值
（４．１８２），也是所有测试子变量最高值，说明基层考核对象对环境监测落地责任不明确。 “主体参
与”测量项均值整体低于３．０，表明无论行政系统内部考核目标、规则设定，还是外部监测流程监
督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从而影响基层人员环境监测执行行为。外部监督得分较低 （１．８７３），表
明现实环境监测执行过程中的监督功能有待强化。“支持偏向”测量项中，受试者对所在系统环境
监测支撑认同度呈较低水平。已有研究表明，当感知到的组织支持不足时，考核对象更可能采用虚
假操纵等异化手段应对压力。相较而言，“责任归属”子变量均值最低 （１．５８４），表明环境监测实
施中存在责任认定不明确、问责措施不到位状况。“公开性”测量项的观测值出现分化，事前指标
（工作流程信息）明显优于事后指标 （监测报告和考核问责），这里不排除基层人员对本部门的认知
偏差，即认为环境监测工作是 “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状态。
表３显示了测量变量的正态性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所有变量的偏差系数均小于３．０，峰度系数

均小于８．０，表明采集的样本在变量分布上符合正态性假设。进一步采用ＳＥＭ 验证性因子分析对
模型的信度、效度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所有测试指标的因子载荷量均大于０．５且小于０．９，可以判
断模型具有较好效度。同时，各个潜变量组合信度均超出０．６，表明测量模型信度良好。

（二）模型适配度
原始模型 （Ｍ１）的适配度检验结果如表４所示。从模型与观测数据拟合程度来看，χ

２／ｄｆ值
为３．２６７ （＞３．０），表明假设模型适配度不够理想，有必要放松测量变量残差项之间共变关系以做
进一步观察。增列 “考核设定”残差变量和 “流程信息”残差变量之间的共变关系，得到修正模型

Ｍ２；再次增列 “信息回应”残差变量和 “问责规范”残差变量之间的共变关系，得到修正模型

Ｍ３。综合检验结果显示，模型 Ｍ３卡方值的Ｐ值呈现出显著性，表明理论模型与观测数据矩阵不
适配，考虑样本数量较大时，χ

２ 值显著性概率会相对降低，故本文研究采用的大样本 （＞３００）应
结合其他指标评判模型适配度。表４结果显示，修正模型 Ｍ３各项输出指标值中，除ＲＦＩ（０．８８７）
略低于０．９外，其他值都在较理想的适配度区间范围之内。由此判定，本文构建的理论模型整体具
有较好拟合性，可以用来检验提出的研究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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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初始模型与修正模型适配度

模型 χ
２／ｄｆ　 ＲＭＲ　 ＧＦＩ　 ＲＭＳＥＡ　 ＮＦＩ　 ＲＦＩ　 ＣＦＩ 临界样本数 （α＝０．０１）

Ｍ１　 ３．２６７　 ０．０６２　 ０．８８４　 ０．０７３　 ０．８７８　 ０．８５９　 ０．９１５　 １５９
Ｍ２　 ３．６３６　 ０．０６０　 ０．９１２　 ０．０６２　 ０．９０７　 ０．８９６　 ０．９４３　 ２０７
Ｍ３　 ３．８９４　 ０．０４９　 ０．９１９　 ０．０５９　 ０．９１３　 ０．８８７　 ０．９４１　 ２１４

（三）检验结果
利用ＡＭＯＳ２４．０软件进行假设检验，结果显示所建立的研究假设得到数据层面的验证支持，

且与预测方向一致。相关路径系数输出如图２所示。

图２　基层环境监测操纵行为假设检验结果

根据检验结果，在环境监测虚假操纵行为生成的影响关系中，认知层面的 “目标模糊”、监督
层面的 “主体参与”与 “公开性”、保障层面的 “支持偏向”因素得到统计验证。值得注意的是，
对比公开性和其他影响变量因素 （目标模糊、主体参与、支持偏向）的标准系数后发现，公开性因
素作用效果更加突出 （－０．３８９＊＊＊）。因此，为防范基层环境监测中的蒙蔽操纵行为，相关的信息
公开是重中之重，这其中包括日常监测工作流程、监测报告输出、工作考核和明晰的责任等。主管
部门应当树立长远观点，促进基层环境监测制度实施的公开透明，同时积极推动系统外部社会力量
发挥监督作用。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环境监测运行中的操纵蒙蔽行为对我国环境监测制度的目标实现以及地方政府形象造成严重损

害，其发生受到多种内外关联因素的影响。本文以制度分析为立题视角，构建地方绩效考核背景下
的认知分析框架。研究表明：（１）基层环境监测制度实施中的 “主体参与”包括外部社会参与和内
部考核对象自身参与两个层面，共同影响政策执行行为。因此，不仅要重视外部主体的监督作用，
也要关注内部考核对象的角色认知。“公开性”对于基层环境监测操纵行为的形成具有显著负向影
响，表现在工作流程信息、监测报告输出和考核层面。充分扩大信息有效公开、消除内部 “隧道效
应”是降低基层部门虚假操纵行为的关键环节。（２）“目标模糊”测量项对于环境监测操纵行为具
有显著影响，基层部门考核对象对于环境监测制度设定及权责规则模糊认知程度越高，操纵行为发
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同时，目标模糊带来的冲突意味着基层部门往往会针对多项考核项目进行权
衡。在目标考核体系下，个体主观的模糊认知也为上级部门创造向下级转移责任的条件，对无力承
担压力的考核对象而言，操纵行为成为一项回应选择。（３）违反环境监测目标的惩戒问责越被动，
操纵行为越有可能发生。同时，上级组织对该项制度的有力支持是保障监测执行的重要条件。当考
核对象认知到上级组织对环境监测工作未提供真实有效的支持时，更有可能发生虚假操纵行为。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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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地方环境监测虚假操纵行为破坏了预期制度目标，亟待有效治理。操纵行为归根结底是
主观策略行为表现，受到一系列制度因素共同作用的影响。对此，需要多措并举、多向发力。
第一，设立明晰精准的权责规范。现实中地方环境监测执行存在不清晰、形式主义甚至 “责任

虚空”的状况，容易引发基层考核对象对于制度本身的模糊性认知，为欺骗操纵行为发生制造投机
空间。应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及环保政策宣传，改变政府部门片面追逐经济目标的单向思维，使公职
人员对环境监测建立更为准确清晰的认知和心理预判。同时，针对不同类别的环境监测内容和数据
采集事项，分类细化工作规范，建立 “清单式”实施细则，精确惩戒问责等关键细节，避免 “一个
文件统到底”。确定专门机构负责常规督查，适度提高环境监测工作在整体考核体系的分值，保证
环境监测考核工作的准确目标和可操作性。
第二，畅通组织内外参与渠道。组织机构内外主体参与对于基层环境监测操纵行为的形成有显

著关联。这种影响既有社会层面的公众参与监督，也包括基层行政系统考核目标设置中的内部参
与。应创造开放的社会参与环境监测的政策空间，吸纳社会环保评估机构、高校科研院所、基层社
区、志愿公益组织等参与地方环境监测工作，积极引入信息遥感、云数据等高科技监测手段，对环
境监测的过程及关键信息输出进行评判，接受社会监督与公众质疑。此外，上级政府在确立环境监
测实施规则及工作目标考核设计中，应着眼基层部门实际状况，强化纵向工作沟通，重视基层考核
对象关于环境监测实施以及相应考核目标设置的合理化建议，避免粗暴式硬性施压和 “甩手掌柜”
现象，保障基层部门参与渠道畅通，形成科学的工作考核机制。
第三，强化环境监测信息公开透明。操纵行为与封闭的工作环境密切关联。应根据社会公众对

于环境保护的现实需求，促进基层环境监测活动流程和信息报告公开，包括日常监测工作信息和特
定条件下的环保专业信息，建立信息公开规范及工作考核规则。尤其应充分依托网络、新媒体渠
道，加强日常监测活动的信息公开，延伸社会监督链条。同时以地方各级环保行政机构为主体，制
定地方环境监测信息公开要求和奖惩机制，明确信息公开内容、程序、第三方评估等内容，特别是
针对区域空气质量监测信息的定时发布和反馈；加强地方公职人员专项培训，转变工作观念，构建
开放透明的行政文化。
第四，建立明确严格的惩戒保障机制。行政系统的有力支持和惩戒问责体系对于基层环境监测

操纵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前者体现在环境监测所依托的人员、资金、行政授权等资源保障，后者表
现为考核责任的实现以及异化行为惩戒。应科学设立工作考核机制，在系统内部明确责任界定和靶
向惩戒，着重 “日常”和 “事发”两种考核结果导向。将环境监测工作列入地方环保考核或生态文
明建设目标体系，对考核具体指向和惩戒问责分条目、分类别设定，对失职渎职、形式主义、欺骗
造假行为予以严厉追责和通报，对典型违规事件追溯处置，并追究主要领导人员主体责任和督查责
任。通过公职人员硬约束和组织系统配套支持，完善基层环境监测制度的运行条件。
此外，未来也要完善地方环境监测的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明确环境监测职能定位及权责关

系，保障社会参与渠道及常态化监察，消除地方实践中随意性、封闭式、人为主观操纵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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